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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的礼学思想及其社会史意义

徐道彬

摘 要:明清徽州之所以享有“东南邹鲁”“贾而好儒”的美誉，多因传统儒家礼制与朱子《家礼》
“在地化”的有效施行。歙县金榜以翰林而居家治生，倡导敬宗睦族，恤党赒里; 其《礼笺》一书“以古礼
证今俗”，振兴世风，化民成俗。据此可见清代以来徽州士绅在引领时代学风的地域发展、社会伦理的价
值取向，及礼仪民俗的规范化诸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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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壬辰科状元金榜( 1735—1801，字蘂中，号檠斋) ，出身于徽商之家，以聪慧才智博得科举
功名; 凭扛鼎之作《礼笺》而成为乾嘉汉学的中坚人物，奠定了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①。他以居乡
仕宦的行事作为而振兴世风，化民成俗，使学风笃实，人心诚信; 通过器物制度到思想文化的探求，以存
亡继绝的礼学著述，对礼乐兵刑之大、人伦日用之常，皆能融会新知，正本清源，借以重振人伦纲纪，拯救
世道人心，为复兴传统礼仪秩序和导引民风渐趋良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社会背景与个人心志

明清时期的徽州，虽“僻陋一隅，险阻四塞”，但钟灵毓秀，儒风独茂，故有“东南邹鲁”之誉。作为典
范的宗法家族制基层社会，乡邦先贤的《朱子家礼》与都图村落的乡规民约，使生活在徽州的民众极其
重视岁时祭祀、宗祠修葺、婚丧操办等人伦教化之事，乡间的一切活动都笼罩在儒家淳风化俗的礼仪之
中。正如徽州世家谱牒所言:“吾等士庶家，自有士庶之礼，向来祖制所遗，皆本《文公家礼》而少为之参
订。虽行之难云尽善，要亦行之可以无弊，故数百年来卒未有易之者。盖礼不取乎文，贵取乎实，不重其
末，而重其本。如祭祀以敬为本，一切祭品祭器祭献之节皆末也;丧礼以哀为本，一切丧期丧服丧制之节
皆末也;冠婚以揖让为本，一切送迎登降酬酢之节皆末也。”②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特定的风土人情与
礼仪生态的文明程度，正是几百年来儒家敦崇礼让思想和冠婚丧祭礼仪教化的结果，以至于此地“不学
礼，无以立”，“冠昏丧祭，多遵《文公家礼》”。如此光前裕后的浓郁儒家礼仪之风，使得重峦叠嶂的秀丽
徽州，几无禅林道观的立足之地。

徽州的世家大族和士绅阶层俱遵儒家礼制礼仪，极少有受佛道影响者。唯近世稍有棚民小户混合
儒释道的民间祭祀活动，或茹素诵经，或斋醮功德，大多是为祈福消灾或超度亡灵时的偶尔之用，但也遭
到程朱阙里之士的强烈不满和抵抗。究其原因，乃在于“歙为程朱阙里，士大夫类能受孔子戒，卫道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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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榜的生平，可参阅《清史列传》《碑传集》等人物传记史料。其家世渊源与著述真伪问题，可参见拙文《徽州学者金榜三
论》( 《安徽史学》2014 年第 5 期) 及《金榜著述与佚文辑考》( 《周口师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 等。

汪菊如等纂修:宣统《古歙义成朱氏宗谱》卷首《祖训十二则》，宣统二年存仁堂活字本。



而信道笃，卓然不惑于异端”①。民国歙儒许承尧对此现象解释道: “徽俗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
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所居不过施汤茗之寮，奉香火之庙。求其崇宏壮丽所谓浮屠老子之
宫，绝无有焉。于以见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途惑者，其教泽入人深哉。”②徽州作为“文公道学之邦”，
自然以孔孟之道、儒家伦理为社会纲常和民众意识的核心内容。在乡村层面上，“尊祖敬宗睦族”乃民
众“终生以之”的为生之本;“事业从五伦做起，文章本六经得来”则是士子成长历程中的坚定信念。作
为社会精英的士绅学者，则深负着经世致用的职责与使命，努力从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入手，“考经
求礼”，“即器明礼”，体国经野，开物成务，为立功立德立言的经世思想注入了丰富内涵，并引领一个时
代的观念变革与民众的价值取向。金榜即是其一。

金榜少负伟志，博学深造而为通儒，本不欲溺没聪明于科举之学。年三十一，乾隆南巡召试，以呈献
诗赋蒙恩擢授内阁中书，在军机处行走。越七年，又以状元及第而授翰林院修撰，供奉朝廷。稍后以丁
外艰，归乡不出，“杜门养疴二十一年”，“徜徉林下，著书自娱”。对此，人们揣测和评判颇多，以为其抛
却仕途利禄，不可思议。然纵观金氏家族，大多为行商在外者，尤以寓居杭州为多，由科举走仕途者仅三
五人而已。故金榜退隐故土后，一直以操持家族商务、教育子弟和著书立说为业，以敬宗睦族的儒家礼
仪指导金氏家族及周边民众的日常行为，使得尊祖必叙族谱，敬宗应修祠墓，睦族则理当赈济贫困，将儒
家仁与礼的要旨贯彻到耕读营商的事业之中，使内则“耕读传家”，外则“贾而好儒”，“一乡之中，皆彬彬
兴起于学”，呈现出“世道今还古，人心欲归仁”的穆穆儒风。

金榜的祖父辈皆为“贾而好儒”的儒商，虽然寄命于商，但“动循理法”，对儒生文士极为亲敬。其祖
父金公著“自以托迹市廛，不获读书为憾，及见儒生文士则悚然心亲而貌敬之。于是贤士大夫习见其内
行无失，外应有余，皆乐与之交游。所居僻介丛山，村人以樵牧为务，而府君独市典籍，延师儒课子孙以
进士业。其后子孙既贵显，而一乡之中，皆彬彬兴起于学焉”③。其叔父金长洪“善持筹，而动循理法，取
利必以义，不欲竞锥刀，以割剥愚懦。自处甚约，而多急人之难，尤厚于族姻里党。不治经生家言，而诸
孙所习文艺，辄能披览其大略，有所指斥，必中其窾要。其于天下之务、时事之利弊，较然明白，如自视其
掌。遇事之盘错，其精神常镇定，而卒能有剖决，以解其纷。见人有争讼，或手足骨肉相伤残，能以片言
感悟之，使卒归于和好。盖其理人之才又如此。惜其不得尺寸之柄，使施之家国天下也”④。由金氏祖
孙三代的经历可以看出，金氏家族虽“托迹市廛”，而“于天下之务、时事之利弊”能够“剖决解纷”;尤重
“延师儒课子孙”，贾而好儒，为典型的徽商之家。金榜出生在如此家族，在经商盈利后，购置义田、族
田，救济贫困，泽惠族党;并通过建祠堂、增祭田、修族谱等一系列物质和精神上的慈善，强化宗族血缘纽
带的凝聚力;又以其“理人之才”而施行于世，以言传身教影响周边，以儒家道德礼仪指导家族的日常
行为。

金榜居乡读礼期间，曾先后邀约同邑吴定、武进张惠言等学者坐馆家学，研覃学问。吴定“家本贫，
屡试不售”，曰:“曩( 金) 先生尝招余馆于其塾，训其少子童孙，漏三下，往往犹相与讲学论文不辍，甚相
得也。”⑤张惠言“少孤贫，年十四即为童子师”，得寓金宅后，“修学立行，敦礼自守”，“所居橙阳山，门前
有小池，夫渠盈焉。时五六月间，每日将入，两生手一册，坐池上解说。风从林际来，花叶之气，掩冉振
发，余于此时心最乐”⑥。在授徒之余，他们相与研讨经学，阐释义理，取长补短，相得甚欢。张氏前后居
歙凡八年之久，得金氏“割宅以居，推食以食”，而能静心“专治《易》《礼》。言《易》主虞氏翻，言《礼》主
郑氏康成，微言奥义，究极本源，于古今天人之统纪，言之皆亲切有味”⑦。故“其学要归六经，而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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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易:《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 6，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 年影印，第 134 页。



《易》《礼》，弟子从受《易》《礼》者以十数”①。对于金氏在学业和经济上的恩惠，张氏铭记终生，自道:
“嘉庆之初，问郑学于歙金先生。三年，图《仪礼》十八卷，而《易义》三十九卷亦成，粗以述其迹象，辟其
户牖，若乃微显阐幽，开物成务。”②对于金榜为何在功成名就之后，能够“浩然勇退，杜门深山”，张氏解
释为“古人著书，感发不遇;先生不然，颐志养素”。对聪明蕴藉的金榜而言，“颐志养素”之说最为合理。
就儒家社会而言，士子以“仁”为修身之道，而以“礼”为经世之法。正因为“礼”能够“经国家，定社稷，
序民人，利后嗣”( 《左传》语) ，故金氏择取礼学为终生为学鹄的，矢志不渝，卓然大家。故时人称其“幼
与戴东原从事于江布衣慎修之门，得其说《礼》之旨。著《礼笺》三卷，徽之士翕然从之”③。李慈铭亦赞
之曰:“阅金辅之《礼笺》，古义湛深，研究不尽。国朝状元通经学者，以辅之为巨擘。”④金氏能够抛弃仕
途，退居林下，沉浸于枯燥艰深的礼学研究，则其治学思想的源泉与经世用意，自然与其所生活的徽州社
会历史背景以及家族的教育和影响，密不可分。

二、“圣人之道，一礼而已”

金榜一生仅存《礼笺》一书，该书内容遍及天文历象、宫室建制、礼乐兵刑、赋役河工、政法文教、膳
食车服、农商医卜等⑤，林林总总，无所不包，甚至如“周易占法”“三江”“汉水源”等涉及易学卦爻、山川
水地之学也囊括其中，可谓自天地万物到宇宙人生，包罗万象，周纳备至，一如凌廷堪所言“圣人之道，
一礼而已矣”，“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充分体现出儒者通经致用、关注时政的历史责任感。

金榜研治礼学始终坚守阐明制度，含摄风俗，一反宋明诸儒将礼学脱离人伦日用而趋向内省化及
“舍事而言礼”的做法，自称治《礼》宗郑氏学，长而受学于江永，“遂窥礼堂论赞之绪。其间采获旧闻，或
摭秘逸要，于郑氏治经家法不敢诬也”，“《礼笺》之名，盖首其义”⑥。此乃乾嘉时代学术风气的典型表
露，即厌弃主观的臆想而尊崇客观的考实，通经博古，经世致用，以此推动乾嘉以后礼学研究在经典文本
考证和复兴礼学思想上的发展，确立学以载道，以文化人，“以古礼证今俗”的致用方向。如《周礼·天
官》有论及赋税之说，即“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
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金氏《礼笺》卷一《九赋
九式》之“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条下曰:“待，犹给也，此九赋之财给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
即刍秣也，谓之稍，稍用之物也。丧纪，即丧荒也。赐予，即好用也。”⑦金氏承郑玄之说而更为之补充证
实，以为前六赋皆以远近为别，以征土地产物。故称“万民之贡，即九赋所敛者是也。九赋给九式之用，
其藏中余见者，则职内叙其财，以待邦之移用，若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仓人掌粟入之藏，有余则藏
之，以待凶而颁之，皆其充府库者也”。金氏以万民之贡以充府库，不仅涉及赋税收入，也兼有分配、贮
备和荒政，乃至于还有“遗人”“仓人”的职掌与“以待邦之移用”的问题，对于关市山泽币余之赋和征诸
商旅矿渔林业税赋，从《周礼》的制度体系出发，揭示赋入和赋出的民生实用。金氏精通量地均土分民
之法，结合九赋九式之解，所言简要赅括，颇为孙诒让《周礼正义》认可。孙氏曰:“金榜云: 九式者，冢宰
以岁之上下制之，其式凡九……丧荒，《大府》作丧纪凶荒，事出非常，不可预为节度。遗人、县都之委
积，以待凶荒。仓人辨九谷之物，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故耕三余九，耕九余三，以三十年之通，虽
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此治凶荒之道也。”⑧孙氏摘取金榜所引《周官》《墨子》和《国语》的文献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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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礼笺》卷首《自序》，游文斋藏版，乾隆五十九年刊本。
本文所用《礼笺》为乾隆五十九年游文斋刊本，今《续修四库全书》第 109 册经部礼类所载《礼笺》即以此为底本。以下涉及该文

本的引用文字，恕不一一注出。
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00 ～ 101 页。



以证明天子之田九垓，以食兆民，王取经入焉，以食万官。《周官》以九赋待九式之用，禄食宜在九式中。
《墨子》有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凶则损五分之三，饥则尽无禄，以为上古之遗法。金氏
精通《周官》，深知“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意，故其《礼笺》也志在以儒家积极入
世的态度，追溯古礼，以“礼学经世”，将徽州谚语“九章大学终言利，一部周官半理财”蕴涵在经邦济民
的社会实践中。

经世致用是历代学者为人为学的终极追求，除了少数人享有朝廷经筵之席而具治国理政的机会外，
更多的学者关注点多在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问题上。如冠婚丧祭、井田乡遂、兵农赋役，乃
至于一器一物，皆事关民生。金榜研治礼学，随处体现出现实需求和人性关怀。如《礼笺》卷一《周官军
赋》，在引用《周官》本文，旁征《左传》《司马法》《荀子》和《刑法志》后，指出《小司徒职》“九夫为井，四
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乃为《小司徒》与
《遂人》之联事通职，不以乡遂都鄙异制，可谓经史贯通，条分缕析，观点新颖。金氏深知“济民”之
“用”，必先“通经”之“体”，由质测通几而至事功实用，认为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其言用民之数与《小
司徒》上中下地，可任人数本相出入。即如《左传》子产所言: 孔张有禄于国，有赋于军。则有禄田即有
军赋。足见金氏论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为江藩《汉学师承记》称赏和节录;后世胡培翚、黄以周、孙
诒让、曹元弼等礼学名家也竞相采摘引用之，更为当下研究礼学者所尊奉。事实上，《礼笺》名为考古笺
疏，但所涉猎皆为国计民生之事，举凡礼乐铨政、赋役漕运、军伍屯田等富国强兵的举措方略，均可由此
窥见其渊源脉络，从中可知作者的政治眼光和用心所在。譬如，张惠言坐馆金榜家学之时，就曾秉承金
氏论说《周官》之意，拟作乡村规范条例，包括“储公费”“专责成”“杜扰累”“谨编审”“谨巡更”诸事务，
并作“十家牌式”以为村民自治之法，即以十家为一联保门牌，共相亲睦，互相稽察，举不法者以告官究
处，如若知情不报，则十家同罪。此法上承古制，变通施行，于乡村治理颇为有效。故张氏曰:“( 金) 先
生为乡里，奋身创此良举，幸而抚军廉正主持于上，又幸而郡县之长皆臂指相使，搢绅之族皆同心俯首，
相与协力于下”;“愿先生条其利害，酌其便宜，更咨抚军，请札饬到县，遵照奉行，则可以必行而无弊。
先生之功于乡里，岂一时哉?”①金榜以翰林居乡，在操持家务族事的同时，仍以国事为重，急国家之所
急，因地制宜地制定乡村规则。同时，利用朝野人脉关系以及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巧妙地与地方官吏和
谐沟通，“出死力为乡里捍卫”。并针对“方今官吏愦愦，惟利私是骛，民生之计，视若越人之肥瘠”的现
实境况，出谋划策，“绸缪民政”以兴利除害，以成关心民瘼、保境安民之效。

金榜出身“东南邹鲁”的徽州，深知社会风尚的改观、徽商立世的法则，需要具备比别处更为凸显的
儒风民俗来为“礼仪之邦”的形象做理论的支撑，故其治学不离天道人伦与儒家政治理念，而尤重礼仪
与礼制的研究。如《礼笺》卷二《冠衰升数》就探讨了丧服“练后服制等差”的典制问题。金氏首先胪列
《仪礼》中的《丧服》经文，认为“斩衰二章、齐衰四章、大功二章、小功二章、缌麻一章，咸未着其冠衰升
数”。而“后儒因齐衰、大功、小功各具三等，遂分降服、正服、义服当之”。并且“《丧服经》大功布衰裳，
三月，受以小功衰。传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大功章具有降服、正服、义服，同服衰九升，冠十
一升，则五服冠衰升数，不以降服、正服、义服为差审矣”。又案:“传者于斩衰菅屦下，但言衰三升，足明
君父至尊，衰同升数，则三升有半为布带绳屦者言之，是为斩衰二等。”金榜所述，依据《仪礼》所述由初
死至练的冠衰升数之变，由此可以明了练后服制之等差。此说颇为后学黄以周、曹元弼、陈寿祺等所称
道。黄氏《礼书通故》曰:“金榜云:传于‘斩衰菅屦’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数，则三升有
半为布带绳屦者言也。江筠云:三升有半之服，专以公士大夫之臣言。益其衰之升数为三升有半，以异
于三升之凡为君者，正别嫌明微之意。又《经》不缀于臣为君之后而独着之末条，则等杀亦从可知矣。
以周案:金、江说亦备一义。”②父母之服制，于丧礼最重。《仪礼》丧服中之正尊降服等问题，历来莫衷一
是。明清学者多从礼贵变通的角度对实践礼学予以“权”与“变”的往复辩证，寻绎推阐，颇有发明。金
榜囊括典制，坚守原典，遵循“礼时为大”的基本原则，在固守大经大法的前提下，从容践履礼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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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与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摆脱礼教纲纪的教条桎梏，也使得古礼能在现实生活中落到实处，且使
礼学自身也具备了一定的文献印证与实证的活力。
《礼记·曾子问》有关“阴厌阳厌”的丧礼问题，历来也争议不息。金榜《礼笺》卷二对此专列一条

加以辩证，认为郑玄之注以祭于奥名阴厌，祭于西北隅得户明者名阳厌。即设奠于奥，迎尸之前谓之阴
厌;尸谡之后，改于西北隅谓之阳厌。又因曾子“殇不备祭，何谓阴厌、阳厌”之言，明成人得备祭者，当
有阴厌、阳厌。故于《特牲》尸谡之后，撤荐俎，敦设于西北隅。金榜对于郑注“此所谓当室之白，阳厌
也。则尸未入之前为阴厌”有按语曰:“《记》云‘是谓阴厌’‘是谓阳厌’，明阴厌、阳厌为祭殇与无后者
之定名，不得通于成丧之祭。《杂记》有父母之丧，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殇，则练冠附于殇，称阳童某甫
……《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是也。案:《祭统》云尸亦馂鬼神之余也。明祝于主者为正祭。尸谡之后，祝
彻荐俎，敦设于西北隅，谓之厌祭。上经‘摄主不厌祭’是也。《曾子问》‘祭必有尸乎? 若厌祭亦可乎’
本承上‘摄主不厌祭’设问者。厌祭在尸谡后，则与阴厌、阳厌绝不相涉，不辨自明。”金榜之论，取之经
史，推于情理，虽不能完全定谳，但后之凌廷堪《礼经释例》、胡培翚《仪礼正义》、凌曙《礼论略钞》、曹元
弼《礼经学》等对此皆有补充论证，由此引起人们对于古礼疑难问题的集中关注。事实上，无论是金榜
抑或曹元弼，清儒们在内心深处皆有以礼学的复兴来恢复秦汉以前典章制度的愿望，想通过对礼学普遍
性问题的钩稽考证，使千年疑惑渐次得以辨析清楚，即“礼学既明，圣道自著”，并由此整顿和条理社会
秩序，张扬古代礼仪的社会凝聚力及引导和治理功能。加之清代为异族统治时代，有清一代的礼制已经
被更替许多，需要他们来正本清源;同时，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整理和总结千年传统文
化也势在必行，而这些纯粹的学者自然会固守传统，本之于“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之教，大多能从社
会秩序和人生修养的角度，呼吁社会对于礼仪民俗的重视与践履。如颜元曰: “治平之道，莫先于礼。
惟自牌头教十家，保长教百家，乡长数［教］千家，举行冠婚丧祭、朔望令节礼，天下可平也。”①他们认为
孔门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仁义。一时学行，受一时之福;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
措民物之安。可以说，以颜元、金榜等为代表的清儒，他们以治学为经世，赋予古礼以新意，强化其在下
层民间的推行和致用，使“圣人之道，一礼而已”逐步成为民众生活的准则与信仰，引领了社会伦理的正
确价值取向。

三、礼以经世，化民成俗

金榜生活的时代，考据学已经成为主流学术，学者研治礼学也一改前朝盛行的《书仪》和《家礼》之
类的“私家仪注”，而趋向以经典文本考证为法式，辅以器数、仪节等实体物的直观参证。作为“皖派”
江、戴之学的中坚人物，金榜深知“礼之原于性，所谓致知也”，必先习其器数仪节，然后“行之出于诚，所
谓诚意也”。金榜生于礼仪之邦，深怀致用精神和经世情怀，以为己为人之学奉献社会，以求矫正人性
偏弊，整饬社会秩序，进而达到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的目的。这也是承平之世的清儒“事功”之学得以
切实施行，礼仪之道得以“人文化成”的具体体现和展示。如《礼笺》卷二《降其小宗》论及《仪礼·丧
服·记》“为人后者于兄弟降一等，报; 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这一问题时，金氏本着“夫礼，承天之
道以治人之情”，以及“缘情制礼”的丧服观，注重个人之情与家族之谊。在经籍文献考证上努力发掘上
古宗法秩序，以新的情理观与落后的“存理灭欲”学说相抗衡，在反对过度欲望的同时，也引导人之情欲
的正常诉求，成为近代礼教批判的理论先河。金氏论之曰: “所为后之子谓为人后者，自所后之兄弟目
之为所为后之子，其服之如子。今本作‘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记》言小功以下为兄弟，是兄弟为
小功以下通称，不得更称兄弟之子。唐石经误与今本同。兹据贺循为后服议校正。斯无疑于小功以下
为兄弟之义矣。”民国学者曹元弼深信金氏此说，曰:“为人后之礼，言人人殊，惟金氏此说与经传吻合，
确不可易。”②吴廷燮则从石经校勘的角度，对金氏所言提出驳议，增进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补充和
丰富了经文考证的内涵，曰:“若所释《仪礼》‘为人后者于兄弟争一等’一节，据贺循‘为后服’议，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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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后之子兄弟若子’，遂改经文。胡氏《正义》谓戴氏校《仪礼集释》，程氏《丧服足征记》因之，说虽不
同，皆以石经为误。卢氏《详校》、阮氏《校勘记》亦用金说。胡氏力引凌氏说辟是书改经之非，谓《通
典》刻易淆，未可据以改经，则是书亦有可议者。”①君子秉礼以修己，先王制礼以治人。古人如此汲汲于
古礼字句的探研，看似与国家兴亡无关，实则可以窥见学者胸中志向时刻记挂于天下万世，揖让进退之
节中寄寓了继绝学、开太平的深沉之思。

金榜之学以“六经皆礼”为主导思想，秉持着礼以经世、含摄风俗的理念，潜移默化地引导学术思
想、社会风俗和道德纲常的和谐有序发展。故其研治礼学多溯本求源，从经典文字的考证上探求圣贤本
义，既不昧于系统思想的提炼，也不会在器物制度的考释上流于空疏，二者相互证发，所言之意多为后学
者所承用。如《礼笺》卷二《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问题，金氏针对宋以后儒者竞相“以理释礼”，甚或篡
乱经籍的做法，十分反感，故倡言以汉唐笺疏为本。认为“何有命为母子为之三年乎? 故知主谓大夫士
之妾与妾子也”。又因为“其使养之，不命为母子，则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者，与《小功章》曰“君子
子为庶母之慈己者”，笺注皆谓:“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嫡妻子。彼谓嫡妻，子备三母:有师母、慈母、
保母。慈居中，服之则师母、保母服，可知是庶母为慈母服，《小功》下云其不慈己则缌可也，是大夫之嫡
妻子不命，为母子慈己加服小功。若妾子为父之妾，慈己加服小功可知。若不慈己，则缌麻矣。”金榜以
郑玄笺注为准，分别师母、慈母、保母三种不同情形，将复杂的事情条分缕析，各得其所。并进而阐明了
“《丧服》小功章中，君子为庶母慈己者，郑玄注引《内则》三母，而独言慈母，举中以见上下，是知大夫有
三母也。为之服小功，若诸侯之子，三母则不服也。虽在三月之前，其实三月之后，养子亦当然也”。金
榜所言“《礼笺》之名，盖首其义”于此可见一斑。此论也多为其后胡培翚、朱彬以及黄以周、孙诒让等所
采择。虽然后出转精，然金氏筚路蓝缕之功亦不可忽视。如胡氏《仪礼正义》取金榜该书“嫡子妾子同”
之说，而不取其君子专指士之说，曰:“今案此庶母慈己之服本为嫡妻子而制，故此注主嫡妻子言。但妾
子养于他妾亦为慈己，故齐衰三年章注又兼妾子言。昭十一年《左传》‘其僚无子，使字敬叔’，此妾子养
于他妾者也。金氏谓嫡子妾子同，是矣。至君子之名，各书多以称士，不必定指大夫。此注言大夫子而
不及士子，与金氏专指士子言，皆偏也。《丧服》‘慈母如母’及‘庶母慈己’二条，盖皆大夫士之礼，诸侯
以上无之。《曾子问》‘子游问慈母，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郑注:言无服也。此指谓国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孔疏引熊氏云:士之嫡子无母，
乃命妾慈己，亦为之小功。知者，以士为庶母缌，明士子亦缌，以慈己加小功，故此连言大夫士也。是郑
亦兼士言之矣。”②胡培翚乃凌廷堪高弟子，于学术辈分上可谓金榜之再传，不仅在学问上传承“皖派”之
脉络，更在学术道理上秉承前贤“惟实学”“求真是”的精神风范，敢于对前贤“所持论相抵牾”和“尚不
敢附”，体现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空所依傍的精神。金榜以《礼笺》独立于清代学术之林，虽然所言未
必全是，仍有可商之处，也可因此而追溯原始，讨论问题症结所在，以便后学者进一步的探究和提升。

金氏《礼笺》一书长于质疑，本于求是，虽忠于郑注，间有辟宋之绪，但无过激之弊，每一篇每一说皆
足以承前启后，而乾嘉礼学之精诣亦汇聚于此，故其影响后学也在在可见。凌曙在《礼论略钞》的三十
余篇中，较多地选取了徐乾学、金榜、程瑶田诸儒的论文，其中金氏竟占三篇( “小功章君子子为庶母慈
己者”“阴厌阳厌”“丧服小记附于其妻”) ，对金氏所论汇辑罗列，钩沉阐微，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民
国张锡恭《丧服郑氏学》就直接引用金榜之说达二十余处，文中多见“金氏此说至为精确”“金说为是”，
间或也有“误说，不可从”之语。金氏之后的礼学家如金鹗、凌廷堪、胡培翚、张惠言以及朱彬、黄以周、
孙诒让等，对金榜之说尤为推崇，针对疑难问题，前说而后证，证伪或存真，促成了清代三礼学研究的蔚
为大观。至于金氏礼学成就如何，可以姚鼐之言作为归纳，当是恰如其分。姚氏曰: “歙金蘂中修撰自
少笃学不倦，老始成书。其于礼经，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断。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于郑义所未衷，纠
举之至数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见其善而后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尽其真也。岂非通人之用心，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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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培翚:《仪礼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143 页。关于“庶母慈己”条的辩证，张锡恭《丧服郑氏学》与金榜之

说有异义，可参见吴飞点校本( 上海书店 2017 年版) 。



之明志也哉。鼐取其书读之，有窃幸于愚陋夙所持论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闻，得此而俯首悦怿，以为不
可易者;亦有尚不敢附者。要之，修撰为今儒之魁俊，治经之善轨，前可以继古人，俯可以待后世，于是书
足以信之矣。”①可以说《礼笺》的学术价值及其社会史意义正在于此。正如钱大昕所论学术之用道:
“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以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
而传之天下后世。”②明道经世，阐幽正俗，也正是金榜之辈作为富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居乡绅衿的使命所
在。他们着眼于宗法重建，依凭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与信念，固持修齐治平之理，灌输为善之心，
以此“振兴久废之礼，提撕彬彬之仪”，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彬彬有礼”的士绅社会，
其自身也成为雄踞一地的文化世族和乡邦桢干，国人于此观礼，四方于此问俗。对此现象，王汎森曾有
过描述:“士”的阶层靠着儒家的“礼”与僧、道区别开来，他们为了与僧、道在思想及生活礼仪方面竞争，
在猛烈地批判佛、道及深受佛道浸染的思想及生活文化的同时，致力于建立“真正的”先秦儒家传统。
但是因为魏晋以来佛、道之说已渐渐渗入儒家，为了与它们作更深刻的区分，他们发掘甚至创造更为纯
粹的传统，以确立自己的独特性。“士”阶层这种追求纯粹的、好古的、强调儒家独特性的倾向亦日益趋
古，行为方面则要求回到古代儒家礼仪，他们以严谨的文字训诂、文献考证来建立一个更忠于原始本义
的儒家传统及生命礼仪，以之与佛、道或流俗思想文化与生命礼仪相竞争，甚至企图加以取代③。金榜
之辈如此全力为儒家经典和正统文化“循名责实”，以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对抗流俗，弘扬正
气。同时将“皖派”礼学传承下去，因此而博得乡邦后学的极力称扬: “吾乡铿锵说礼经，曰若慎修江先
生。山林肇辟起南国，提唱后学经昌明。同时高弟海阳戴，羽翼先生功亦宏。吾生也晚未及见，徒尔仰
企心怦怦。传经幸赖有耆宿，依归得侍夫子程。柘田殿撰共探讨，时聆奥诣开昏冥。后来继起凌进士，
群经纷纶莫与京。”④由此可见乾嘉汉学得以兴盛，徽州礼学与有功焉，其中金榜礼学的“奥诣开昏冥”也
功不可没。
“传家礼教敦三物，华国文章本六经。”金榜出身于徽商之家，抛却功名，退隐居乡，在操持家族的繁

杂事务之余，又以研治礼学作为完善自身、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其《礼笺》一书意在“存古”而志在“开
新”，更新于汲古、自振于流俗，引领当时周围学者把目光由内在礼学思想和伦理道德的争论，逐渐转向
对外在社会制度和人性优劣的密切关注，为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持。金氏在
阐释建邦立极、治国理政之类大问题的同时，也时刻不忘关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深层文化根基，解决民
众的现实生存和精神信仰问题。皖南的徽州也正因为有了如金榜一般居乡之士为人为学的模范，“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潜移默化中给予了这块宗法制度的乡村社会以指示和引导，使之成为敬宗睦族、恤
党赒里而文质彬彬的礼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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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彬:金榜的礼学思想及其社会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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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金榜《礼笺》卷首之姚鼐序，游文斋藏版，乾隆五十九年刊本。
钱大昕:《与友人书》，《潜研堂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575 页。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57 页。
参见拙文《凌廷堪与〈校礼图〉》中所引汪应镛赞语，《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20 辑。


